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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唐代诗坛盛行的文体之一，“歌行”体受到历代诗论家的关注，论者一般

将“歌行”置于诗体观中展开研究。关于其形成与首创，有学者认为自曹丕《燕歌

行》始，有认为自鲍照始，还有学者认为其正式形成是刘希夷《代悲白头吟》和张

若虚《春江花月夜》，但都难以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同。

一、“歌行”即乐府

“歌行”一词，最早见于沈约《宋书·乐志》，指的是乐府歌辞，而并不是一

种具有独立意义、区别于别体的诗体。与产生于唐代的格律诗不同，歌行一体历史

悠久，有论者将其源头追溯至远古时代的《击壤歌》。汉魏以后，这一诗体经历了

发展壮大的历程，至唐代最终定型。唐以后的历代诗话对于歌行的缘起和概念多有

论列，然姜夔、胡震亨、徐师曾等人关注的都是唐代已趋成熟定型的“歌行”体，

并非汉魏六朝时正在形成中的“歌行”，二者相去甚远。

据《宋书·乐志》，可知汉魏六朝时的人们将“歌行”与“乐府歌辞”等而视

之。薛天纬先生首先提出了“乐府七言歌行”与“非乐府七言歌行”的概念，本文

参考其定义，将《文选》所收歌行分为“乐府歌行”与“非乐府歌行”。“乐府歌

行”指《文选》卷二十七、二十八“乐府”类所收的以乐府古题或自创新题而作的

诗，共40首，其中大部分属于“相和歌辞”类，个别属于“杂曲歌辞”；“非乐府

歌行”则散见于其他诸卷，如卷十八嵇康《琴歌》，卷三十四曹植《七启》等。

二、“歌行”是以五言为主的歌

胡应麟《诗薮》内编《古体下》称：“七言古体，概曰歌行。”即七言古诗

都是歌行，但歌行并不都是七言。《文选》“乐府”类收诗40首，就诗题而言，

有“X行”31首，“X歌”1首，“X篇”3首，“X吟”2首，“X引”1首，“X词”1

首，“X曲”1首。其中：曹植《名都篇》《美女篇》《白马篇》都是以首句名篇；

《东武吟》《白头吟》又作《东武吟行》《白头吟行》；《箜篌引》又题为《野田

黄雀行》。此外，“X行”中有“X歌行”7首，共5个不同的诗题：《伤歌行》《长

歌行》《短歌行》《燕歌行》《放歌行》，“X歌”只表示歌辞，“行”表示曲

调。除石崇《王明君词》、陆机《前缓声歌》和谢灵运《鼓吹曲》外，皆源于乐府

“行”诗。乐府行诗用鼓点伴奏，音节繁促，与之响应，“行”诗一般具有语言流

畅，语意反复，节奏急促，层次分明的特点。乐府传统中的“行”诗诗句字数自三

字至九字不等，有杂言、五言齐言，以五言齐言为主。《文选》所收据“行”类乐

府诗题而作的“歌行”也以五言齐言为主。总《文选》“乐府”所收歌行而言，有

七言1首，四言3首，杂言1首，五言35首。可知，此时的文人对七言产生了一定的

兴趣，诗风的变革已见端倪，但五言诗仍然是诗歌的主流。

三、承袭前代的传统

严羽《沧浪诗话·诗体》：“《风》《雅》《颂》既亡，一变而为《离骚》，

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三变而为歌行杂体，四变而为沈、宋律诗。”追根溯源，中国

古典文学的任何类别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风骚”传统的影响，在继承与变化中，此

时的“歌行”诗既受“风骚”的影响，又延续了汉代文人的一些创作特点。《文

选》卷十八收嵇康《琴歌》，其词曰：“凌扶摇兮憩瀛洲，要列子兮为好仇。餐沆

瀣兮带朝霞，眇翩翩兮薄天游。齐万物兮超自得，委性命兮任去留。”《琴歌》源

自骚体《琴赋》，抒写了作者的游仙之想。卷三十四收曹植《七启》，其中有歌

曰：“望云际兮有好仇，天路长兮往无由。佩兰蕙兮为谁修，宴婉绝兮我心愁。”

逐句押韵，缘事而发抒发个人情性。卷三十五收张协《七命》之《采菱歌》：“乘

凫舟兮为水嬉，临芳洲兮拔灵芝。”后二者虽未独立成诗，但察其文字，实为“歌

行”。可以看到，这些七言诗句在语言辞藻、“兮”字的使用、诗句的节奏等方面

都明显受到骚体的影响。被称为“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首独立的完整的七言诗”的张

衡《四愁诗》被收于卷二十九“杂诗”类下，卷三十“杂拟”类另收有张载《拟四

愁诗》，傅玄亦有作（《文选》未录）。尽管拟作有时带有一定的“游戏”性质，

傅玄作序也说“聊拟而作之”，但仍可以看出张衡《四愁诗》对当时文人的一定影

响，齐言的七言诗受到关注。

四、顺时新变的风貌

一方面，在拟作的古题之外，还有一些诗题为诗人新创，如曹操《短歌行》

《苦寒行》、曹丕《燕歌行》、曹叡《悲哉行》等。《短歌行》为缘事而发的表情

达意之诗。《苦寒行》将写实与抒情交糅，以第一人称出之。《燕歌行》具有摇荡

人心的抒情性质，代言的“思妇”题材有深远影响。《悲哉行》，陆机《歌录》

曰：“魏明帝造。”此外，曹植首创的五言“篇”诗，以赋法入诗。《文选》所收

古题歌行，一般在18到24句间，多者有《日出东南隅行》40句，少如《长歌行》

10句，曹植所创的三首“篇”诗均有30句，使诗的容量大增，为初唐七言大篇提供

了赋咏体物的篇法结构。另一方面，较古辞而言，《文选》所收歌行在歌辞的抒情

性上发生了较大变化。在摆脱了乐府的音乐歌辞性质后，歌行的内容出现了新的风

貌，一是写时事，二是抒怀抱。写时事如《饮马长城窟行》《从军行》；抒怀抱如

《放歌行》《善哉行》，本用于叙事的诗体被诗人用以寄托自我情感，由娱演之辞

变为文人之诗。

结语

从《文选》收诗来看，似乎此时的歌行仍以五言为主，但在《文选》之外，歌

行的创作在字数上已出现更多新变。文人歌行经历了这一时期的发展，最终在唐代

的定型并成熟。《文选》作为一部收录了六朝前重要文学作品的总集，探讨其中的

“歌行”，对于这一诗体的诗歌形态的形成、表现功能的变化等有一定的意义，依

据《文选》文本考察当时的“歌行”十分必要，值得学人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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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乐府发展而来、盛行于唐代诗坛的“歌行”体历来备受诗论家关注。在到最终定型前，“歌行”体经历了汉魏六朝的诸多文学观、文体观的变化，这时的

“歌行”，在诗歌结构、用韵规律、句式格调等方面都有其独特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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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来间接地推动非遗的宣传强度，但这些传承的成本都相对较高，在短期内也

相对难以帮助大众去具体认识相应的非遗，因而，基于“互联网+”的视域之下，

可以很好地解决了传统媒体电视对非遗文化传承的困境，巧妙地去利用网络新媒体

的服务用户众多的特点，来设计出优良的相关app的界面，来多方位地、有针对性

地去促进非遗的保护及传承工作。譬如，app开发商可以根据时下公民对非遗艺术

的认知与理解，将app细分为有更多模块的、更多功能、更加具体的内容的界面，

为使用app的公民打造出一种积极的中华文化气息，吸引住更多的app使用者，并能

够逐渐地借助于“互联网+”的热潮，将app的使用更多地推向年轻化，特别是一些

有关于传统的手工艺技能，能够十分有力地通过app的应用，将更多详细的、富有

内涵的文化底蕴以文字、图片、视频等的表现形式，打破了时间及空间上的障碍，

出现在大众的眼前，如山西老陈醋的酿制，能够更加详细地为公民显示出山西人独

特的“作米酢法”，在白醋的基础上增加了熏醋工艺，改革与创新，正是山西老陈

醋名牌持久的原因，从而能够更好地使得这项工艺技能为更多人所熟识。借助互联

网的传播渠道，还可以使得一些相对复杂的、精湛的传统技艺，迅速地提升非遗的

知名度，如平遥推光漆器髹饰，就能够通过app的平台显示出其高超的成套技艺的

制作过程，促进非遗走向更加良好的发展方向。

（二）建立健全注册商标制度

非物质文化遗产实现注册商标的申请，具有十分广泛的现实意义，能够十分有

利于权利人经济利益的实现，一方面，可以有效地对非遗的发源地、内容等提供更

多的保障，有效地去解决非遗的保护期限的问题，还可以防止非遗在保护与传承的

过程当中，被一些网络新媒体、组织、个人等进行仿冒、侵害等的不良行为，盲目

地谋取流量与热度，另一方面，商标注册的品牌效应也能够有力地促使商业化的形

成，推广了非遗的宣传力度，同时，企业在非遗传播当中的参与，也能够有效地使

得当地的经济得以良好的发展，因而，在“互联网+”视域下，建立健全注册商标

制度是十分必要且高效的举措。譬如，铜梁县高楼镇火龙文化服务中心在2004年通

过了“铜梁火龙”商标注册的申请请求，使得铜梁龙舞这项传统的中华民族优秀技

艺能够得到更多公民的重视与认可，促进了非遗保护及传承工作的进行，使得大众

能够十分真实地看到吹灯乐队、干花队、铁水花队、喷工、火流星等在两条火龙的

表演当中的有机融合，同时，互联网时代的特点是信息、数据的传播能够进行有效

的共享，商标的注册能够为非遗提供了文娱活动、节目制作、组织表演、录像等各

种的互联网平台，为大众显示出更加精良的龙具造型、龙舞套路、吹打乐表演、传

统服装等的细节内容，极大地拓宽了非遗传承的宣传范围及力度，能够在一定程度

上降低了非遗保护及传承的成本，帮助非遗教育人才培养的工作进行。

三、结束语

诚然，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与进步，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非遗的保护与传承

进程，但也为非遗带来了一定的困境及难点，不仅需要清晰地认识到互联网应用对

非遗造成的冲击及挑战，及时地找到问题的突破点，更需要巧妙地将互联网与非遗

的保护及传承有机地进行融合，多方面地去推动非遗的长久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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